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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Biennale）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大型展览制度，不同于艺术博览会这样以艺术品展销为主的商业活动，双年展（包括各种三年展、四年展等连续性的大型展览）以展示当代最前沿的艺术为宗旨。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双年展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但由于双年展自身的特性，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旅游、艺术品创作和出版、美术馆的发展，乃至城市文化形象的树立、民族艺术思想与产品的输出，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经济意义。所以有必要对这种在西方已有百余年但在中国仅有十余年历史的展览制度加以反省，并就其中呈现的问题加以讨论和研究，这有助于我们从体制角度认识作为非盈利文化事业的双年展制度，进一步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积极展开21世纪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对话。

198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由近10位中国艺术批评家组成的策划与评审群体共同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现代艺术展，他们在展览理念与主题的确定、展览资金的寻求、作品的评选、展览场所的构思设计、与社会各层面和媒体的公共关系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现代艺术大展的全部资金从民间筹集，约为8万元，展览中的部份作品（20余件）为某个体企业主收藏，收藏金额约为25万元左右。

    1992年由一批艺术批评家寻求资金并策划的“广州90年代首届艺术双年展（油画）”，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双年展”概念。一方面，这个展览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试图通过批评家以学术方式推动中国艺术市场的建立来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机制；另一方面，它又制定了现实的操作规则，首次聘请了法律顾问，对作品评审进行了现场公证，与艺术家签定了参展合同，确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将展览的主要文件和筹备组织、评选过程编辑成书出版，为历史留下了可供分析和研究的文献。就展览机制来说，广州双年展成立了组织委员会，下设评审委员会和作品资格鉴定委员会，后者的作用是对作品的入围进行初审，对评审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个展览的资金来自于四川的一家民营汽配公司，全部资金（包括展览、出版与收藏）约为85万元左右。展览最成功的市场运作，是展览投资者以45万元购买的27件获奖作品（一等奖5万、二等奖3万、三等奖1万）随即为深圳一家科技企业以100万元购藏，创造了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的第一个神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中国艺术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双年展实践，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所具有的不成熟也是明显的。展览之所以在广州举行，与广州市较为开放宽松的文化环境有关，但它只是一个在广州市展出的外来展览，不是本地政府自觉的文化决策。

    1993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油画双年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组织，也是沿用了组织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的模式，由广东大亚湾一家企业独家投资。首届投资额为250万元，拟连续举办5届，但实际运作仅有一届，展览组织者对于资金运用的缺乏计划和效率是导致投资者退出的原因之一。

    上述双年展都以油画作为展览主要内容，与90年代初期中国油画艺术市场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与港台）的兴起有关，它使得策展人可以用市场回报与投资增值作为一种许诺来吸引民间投资。之所以只举办了一届就没有下文，与作为民间企业的展览投资方并没有长远的文化投资规划和雄厚的实力有关，也与作为展览组织者的批评家与投资方在文化艺术理念上并不相同，以及缺乏沟通交流有关。同样的问题也出在90年代初举办了3届的“中国油画年展”与举办了2届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中。

　　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展览，都面临着缺乏资金保证，难以保持延续性的困惑。这与中国没有建立起成熟的艺术赞助制度有关。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过去完全靠政府的文化事业经费支出，因为当时的企业也都是全民与集体所有制企业。1990年代以来，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各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自身经济的运作，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但绝大多数企业尚未意识到赞助作为一项“战略性慈善事业”对于企业形象和市场扩展的重要性，企业的市场营销与产品推广主要依靠在电视等媒体上的巨额广告投入。事实上，赞助不等于捐赠，赞助就是一种促销，是对于赞助者和被赞助者皆有利的双赢的商业运作方式。“赞助”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义是：赞助者以现金或实物形态的支出作为实现企业或公司战略性计划的促销手段；作为回报，赞助者能够获取可开发的商业性合作渠道与可以预见的市场资源。在一个成熟的国际文化产业市场中，重要的艺术展览、艺术演出、艺术出版等，常常能见到大型企业与公司的赞助。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赞助制度，通过相关的艺术赞助法和文化赞助减免税法，调动民间资金积极投入博物馆、艺术展览、艺术演出等非盈利性、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活动，与国家文化事业资金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由于目前这方面的法律尚未制定，中国的民间企业与个体投资者在艺术赞助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利益并不明确，对民间企业和公司来说，投资回报始终是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与体育等项目相比，艺术展览作为广告的一种形式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而由于中国的艺术市场和收藏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购藏艺术作品作为长线投资以求高额增值短期内尚难以实现。

    1996年由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第一届“上海双年展”是由上海市政府文化机构所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当代艺术展，主要展出中国当代油画。1998年第二届上海双年展定位为国际性的中国水墨画（按画种举办展览是几十年来全国美展形成的基本模式），2000年第三届则迅速扩展为世界性的综合艺术展。展览经费第一届原为民间企业赞助，但由于主要赞助商的退出，改由政府拨款为主；第二届也沿用了这一模式，即政府给予部份资金，主要寻求社会赞助。展览资金投入平均约在200万元左右（前两届均有收藏，平均每件作品约为1—2万元），第三届双年展资金状况不详，但由于各国艺术家的参加，且在策展人差旅费、劳务费、艺术家费用、保险、运输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估计经费超过300万元。第四届双年展的经费已落实部份，尚未完全落实。上海双年展的这种筹集资金方式，使得展览组织者非常辛苦，在展览规模与运作上受到很多经费上的牵制。

    1998年和2000年在深圳举办的两届国际水墨画双年展，是中国大陆以水墨画为展览内容的国际性展览，它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投资主办，深圳市文化局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承办的双年展，并已列入政府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每届都有政府专项文化资金的支出。在两届展览的中间年度，举办“深圳水墨论坛”，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撰写论文，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这一展事设有组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展览的主要决策权在政府文化机构领导人担任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设策展人，但有秘书长负责的一个展览工作班子。

    2001年成都双年展的开幕标志着中国本土举办的双年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都双年展由民办的成都现代艺术馆独家全额投资，为此成立了成都双年展展览委员会，展览委员会主席由投资方代表担任，委员会下设策划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总投资约为300万元。展览定位于发展中国本土的架上艺术。这一展览得到了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全力支持，市委书记与市长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2003年的广州艺术文献展是作为三年展的框架加以确定的，由广东美术馆主办，也采取了国际通用的主策展人领导下的策展人小组制，这一展览预计经费为500万人民币，定于2002年11月在广州美术馆举行，展览得到了广东省有关文化与艺术机构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年展历程。从中可以看出，作为非盈利性的文化事业，双年展在中国的出现最初是由民间企业和资金资助的，它必然带来展览的不规范性、缺乏连续性等问题。而以建筑为主题的第4届上海双年展在政府的支持下于2002年11月举行，说明了双年展制度对于政府文化政策的倚重。成功的双年展必然是国家文化事业经费支出、企业赞助和市场经济运作的共同结果。可以这样说，双年展在中国的出现，填补了原有的中国美术展览体制与结构中的空白，至此，从个展、联展、专题展、回顾展、全国沙龙展、双年展（含年展与三年展），西方展览体制中的各种展览类型在中国都已齐全，在中国的艺术生态环境中，它们分别担负着不同的机制功能。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年展是一个国家艺术展览体制中最为重要的类型，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代艺术发展的成熟度，对外部世界的文化开放度。综观国外重要的双年展，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双年展（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有60余个双年展），首先是为了发展本国、本地区的当代艺术，但是很快就扩展为洲际性和国际性的展事。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民间资金的投入有多大额度，没有政府从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支持，双年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双年展首先是一种政府文化行为，它必须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支持下，作为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态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建设而得到发展。其次，与举办奥运会和亚运会一样，双年展作为举办城市的文化形象工程，对提升所在城市的文化环境、旅游开发、国际知名度有着重要作用。数年前，光州作为韩国的一个地方性城市并不为人所知，如今每届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光州双年展使这个城市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文化知名度。在某种意义上，双年展的举办反映出这个国家与城市在国际经济与文化格局中的身份意识与文化地位。

    既然是一个政府性的文化行为，它就意味着政府对社会和外界的文化承诺，保证其具有连续性就成为双年展健康发展的根本要素。定期性、连续性是双年展区别于其它展览类型的根本点。因此，政府对双年展的文化事业支出，应该列入当年的财政预算，保证其有一个稳定的基本运行。以威尼斯双年展为例，政府与举办城市的文化预算投入、民间资金赞助、双年展组委会的商业运作，共同保证了威尼斯双年展自1895年以来百余年的持续运行。

同样，作为一种具有政府性的文化行为，双年展并非完全是为国际上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博物馆长、艺术媒体、画廊业者等举办，虽然上述群体成为双年展组办者最为看重的展览评价集团，但是，双年展的举办，基本的受众必须是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广大公众，无视公众的存在，忽略他们的参与感受，是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是一种短视的文化思维。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通过参与双年展而加入到世界性的视觉文化语言的交流中，就成为双年展组织者和策展人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有关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用参观人数作为一个基本衡量指标，如1895年在绿园城堡举办的第1届威尼斯双年展，参观人数就达到了约20万人次。双年展的经济收支平衡也逐渐成为衡量双年展的一个量化指标。不能设想，耗资巨大的双年展，成为少数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圈内游戏，而举办双年展的国家和城市的公众对此漠然无知和无动于衷。参与公众文化生活，让公众了解最前沿的当代艺术现状，提升公众的现代艺术观念和视觉生活质量，使之成为公众的视觉节日，应该是双年展的基本文化理想。

目前国际上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展览有三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是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它创始于1895年，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举行，每两年举办一届。1907年建立第一个国家馆比利时国家馆，1914年俄国馆启用，共有7个国家馆。1916－1918年、1944－1946年战争期间停办。1930年建立美国馆，创设了国际节展，以音乐节为始。1934年电影展和戏剧节成立。1995年第46届有41个国家以国家馆方式参展，即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在一个场馆集中展出。

    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举办方式是国家馆展出，也有其它国家的艺术家插入展出。同时还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1）国际戏剧节；（2）国际电影艺术节；（3）国际现代音乐节；（4）国际建筑展。自1993年以来中国艺术家已经连续参加了5届威尼斯双年展。

    另一个著名的双年展是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它于1950年设立，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国际上属于规模庞大的展览，被称为国际新艺术的橱窗。1990年第20届参展国家有54个，1992年第21届参展国有36个，展出作品不分国别，种类以装置为主，绘画次之，雕塑最少，还有电脑艺术、舞蹈、摄影、广告等，展出时间9月21日－12月10日。设奖金30万美元，分颁给各国艺术家，由评审员评定。21届第一、二名为德国人，第三名为巴西人，还有五位巴西艺术家获巴西优秀奖和政府特别奖。中国艺术家也已经3次参加该展。

    这里我们着重研究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kumenta)，了解它是如何通过高效的组织，严格的成本核算，良好的市场开发，从而使这一非盈利性文化事业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卡塞尔是德国中部一个不足20万人口的小城，1955年开始设立文献展，每四年或五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10届，1997年是第10届。展出时间在每年的6至9月，每届展出100天。邀请艺术家100名左右，组委会出经费，帮助艺术家实现作品，参展期间负责艺术家的吃、住、行，并付有工作费。

    卡塞尔文献展于1955年由卡塞尔大学教授及艺术家阿诺德·波德（Arnold  Bode）创立。1958年，以官办民营方式，成立了“文献展股份有限公司”（dokumenta  GmbH），股份资金由卡塞尔市政府与黑森邦政府对半分摊，此为文献展正式组织化的开始。1985年，文献展两个主要展览馆：文献馆（Dokumenta Halle）与弗里德里希美术馆（Friderincianum Museum）纳入文献展公司，同时公司更名“文献展与弗里德希美术馆展览股份有限公司（Dokumenta Und Friderincianum   Museum Veranstaltungs GmbH）。此后，文献展公司一直运作至今，负责上述两个展览馆的经常性业务，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文献展的策展工作。

    文献展公司的组织构架有三大任务编组。其一为常态性部门，负责两个展览馆的经常性展览营运，编制有23人（1997年），包括公司总经理、弗里德里希美术馆馆长、文献馆策划、公关主任等各1名、秘书4名、会计2名、出纳2名，以及翻译、总务、文书、人事、美编、展场管理员等人。除此外，文献展公司设有专门筹备与举办文献展的独立单位，聘用40名人员。每逢文献展期间，专门雇请临时工作的专业或一般人员，可高达375名（第10届），担任展览场艺术品的解说、看护与展览售票及公关等工作。

    除三大编组外，文献展公司还有一个审议委员会（Aufsichtsrat），计有13名成员，主要为官方股代表，如卡塞尔市市长、黑森邦邦长、市议员及邦议员名3名、政府官员2名、民间代表2名，以及公司总经理等。其主要任务是财务及营运管理的监督与核查。有关文献展总策划的遴选工作，自第7届起改由专业猎头委员会（Findungskommission）专职担任。有关文献展历届经费来源，截至第9届（1992年），展览总预算约半数来自政府机构，卡塞尔市政府、黑森邦政府和德国政府三方分摊。不足之数，则由文献展公司自行筹措。自筹部份，包括对外寻求民间或外国官方或民间赞助，以及展览本身门票、专辑、纪念品、书店、餐饮场租与收入等。根据文献展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与其它研究报告的显示，文献展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展览预算额大幅不断提升。从第1届不到40万马克，到2002年第11届将近2500万马克，总预算成长率高达60倍。若以平均值看，每届增长幅度约为15%，这样高的总预算额，为全球其它国际性大展难以望其项背。

    从官办民营角度看，文献展自第9届起，政府机构补助款，明显有减少趋势。从原先50%的官方补助款，降至23%，第10届为34%。其间差额，自然要从民间赞助、纪念品及门票项下补足。这一公共部门的政策转移，反映出文献展在过去10年间企业化发展的势在必行。在营运效益上，资料显示，文献展在过去10届展览中，有5届收支平衡，有3届亏损。最高赤字近70万马克。不过，在第10届文献展中，展览首度获得盈利，约为60万马克。可以想见，这是政府所乐于见到的文献展公司的成功运作。总而言之，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在筹组公司、正常补助方面关键性的经费支持，文献展很难走到今天全球举足轻重的局面。官方长期计划性的经费资助，加上民间强烈的事业心与专业操作，是文献展成功的重要关键。有关文献展经费使用的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表一：卡塞尔文献展历届概况

	届次
	总预算（马克）
	参观人次
	参展艺术家
	作品总件数

	1
	379,000
	130,000
	148
	670

	2
	991,000
	134,000
	392
	1170

	3
	1,860,000
	200,000
	280
	1450

	4
	2,817,000
	207,000
	152
	1000

	5
	3,480,000
	220,000
	218
	3200

	6
	4,800,000
	355,000
	492
	1400

	7
	6,957,978
	387,381
	182
	1000

	8
	8,960,964
	486,811
	245
	600

	9
	18,645,502
	615,640
	190
	1000

	10
	20,400,000
	630,000
	120
	700

	11
	25,000,000
	
	118
	450


（以上资料选自Harald Kimpel, Dokumenta: Die Ueberschau, Koeln, 2002）
表二：卡塞尔文献展历届展览经费来源（%）及收支概况

	届次
	总预算（马克）
	政府部门
	民间及其它
	出版物门票等
	收支合计

	1
	379,000
	52.7
	5.8
	41.5
	0

	2
	991,000
	48
	10.6
	41.4
	0

	3
	1,860,000
	45.2
	18.3
	36.5
	0

	4
	2,817,000
	50
	15
	35
	0

	5
	3,480,000
	51.6
	3.8
	44.6
	－593361

	6
	4,800,000
	54.5
	3.6
	41.9
	－697000

	7
	6,957,978
	48.7
	6.7
	44.6
	0

	8
	8,960,964
	50.8
	3.5
	45.7
	0

	9
	18,645,502
	23
	15.2
	61.8
	－54000

	10
	20,400,000
	34*
	12.9*
	53.1*
	＋600000

	11
	25,000,000
	
	
	
	


（资料摘自Dokumenta GmbH，1997年财务报告书。1-6届资料见Dokumenta : ldee und lnstitution: Manfred Schneckenburger, Muenchen 1983; 7-9届资料见该公司Geschaeftsberichte。）

    从表一可以看出，1955年第1届卡塞尔文献展为每一观众支出的展览经费为2.9马克，第10届文献展为每一观众支出的展览经费为32.38马克，将近50年间增长了约10倍。尽管政府对于文献展的资金支持逐年下降，但其绝对数字在第10届时仍然达到了总预算的34%即6,936,000马克，这再一次说明政府对于非盈利性文化事业的资金支持应该是其文化政策的基本重心。为了保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社会人文价值的继承光大，并且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大国的文化形象，输出本国的优秀文化，政府在鼓励通过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加大对代表先进文化的非盈利文化事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卡塞尔文献展的运行，由专门的展览公司来运作，基本保持收支平衡，也说明非盈利性文化事业的组织者，必须具有现代经济头脑，运用有效的经济核算和运作方式，采用企业化方式进行非盈利性文化事业的管理经营。那种完全依赖国家文化事业拨款，缺乏经济核算和成本意识，脱离市场的文化事业运作方式，必然会导致高耗低效，浪费国家纳税人的金钱。美国举办奥运会和韩国举办亚运会盈利的事实告诉我们，非盈利性公共事业也应采用现代经济的管理运作模式，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国家财政支出。如今卡塞尔这个德国小城已经为全世界所熟悉，文献展的举行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城市的文化旅游事业。

　　艺术与文化的效益是综合的、长远的，非盈利文化事业是盈利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它以其富有人文价值的精神内涵和高品位的艺术创作，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雄厚底蕴，发展非盈利性文化事业，并非单纯的文化消费，它将在整体上提高作为生产力的国民的整体素质，同时也是拓展文化产业资源的战略性投资。例如一个国家的音乐艺术的发展，将会使这个国家的音乐产品的创作和流通，处于优势地位。非盈利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旅游业的带动也是十分显著的，巴黎的数百个博物馆、美术馆，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巴黎，从而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旅店业、餐饮业和零售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曾举办荷兰著名印象派画家凡高的大型回顾展，3个月吸引了252604名外地观赏者，他们在饭店、娱乐、交通、购物等方面共花费2.23亿美元，人均消费882.8美元。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北京市领导多次强调，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的文化中心，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发展。据了解，为迎接奥运，北京市在投入1300万元人民币，与文化部在石景山区国际雕塑公园成功地举办了2002国际城市雕塑展之后，已决定将这个展览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品牌，在2005年和2008年继续举办国际城市雕塑展，这一雕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雕塑艺术三年展。与此同时，在北京举办国际性的综合艺术双年展，已经作为政府的重大文化决策，进入前期规划阶段。继上海、广州、成都之后，北京进入举办双年展的大型城市行列，说明双年展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非盈利性文化事业，存在着广泛的社会需求，有着潜在的文化产业价值，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削减国家对那些关系整体国民文化素质和国家文化形象的非盈利文化事业（如博物馆、歌剧院、音乐节、雕塑节、双年展）的投入，相反，文化产业的规模化、经济化、社会化，将进一步促进具有社会公益性的非盈利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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